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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出口贸易结构升级对提高贸易竞争优势、 加快贸易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

义。 基于 2006—2019 年省级面板数据, 本文利用函数系数部分线性面板数据模型

实证检验能源强度约束对出口贸易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特征。 研究结果表

明: 能源强度约束对出口贸易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因研发投入呈现出非线性特征,
只有研发投入介于 0. 77 至 4. 05 区间时, 能源强度约束才能显著促进出口贸易结构

升级。 进一步研究发现, 研发投入高于 2. 15 时, 研发强度目标对出口贸易结构升

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可以作为能源强度约束的接力政策以持续提升出口产品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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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 单边主义、 民粹主义愈演愈烈, 特别是西方个别

大国强权霸凌、 “脱钩”孤立甚至煽动冷战对峙, 导致全球多边贸易体系面临前所

未有的严峻挑战(吴志成和刘培东, 2020)。 与此同时, 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长放缓,
国际市场需求持续疲软, 依靠大量出口中低端制造品拉动增长的粗放型外贸模式难

以为继, 中国开放型经济传统竞争优势正在逐步削弱(李荣林和汪泽, 2024)。 面

对不稳定性、 不确定性明显上升的外部形势, 中国对外贸易亟须增添新的发展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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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寻找新的增长路径、 拓展新的增长空间。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动货物贸

易优化升级”,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推动外贸质升量稳”, 充分体现了

党和国家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坚定决心和清晰路径。 因此, 在经济全球化遭遇挫

折和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加剧的背景下, 如何推动出口贸易结构升级、 加快贸易强国

建设, 将成为中国亟待研究与解决的重大议题之一。
与此同时, 中国以往依靠低廉要素成本和丰裕资源投入融入全球垂直分工体系

(应瑞瑶等, 2020), 随着劳动力成本持续增加, 资源约束日益趋紧, 环境承载能

力接近上限, 中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威胁加剧(张晓娣, 2020)。 以节能

降耗为导向, 加快发展绿色贸易, 成为新时期外贸高质量发展、 经济绿色转型的必

然要求。 在此背景下, 国务院《“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明确要求, “到

2025 年, 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 2020 年下降 13. 5%”, 并将“基本目标

和激励目标双目标管理”作为节能降耗的重要举措。 因此, 厘清能源强度约束是否

优化以及如何优化出口贸易结构便成为激活绿色贸易新动能和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

的关键所在。 已有研究重点关注出口贸易结构的决定因素和能源强度约束的影响效

应, 本文将二者纳入统一研究框架以直接考察能源强度约束与出口贸易结构升级的

相关关系, 并基于研发投入的调节作用探究能源强度约束对出口贸易结构升级的作

用特征, 对于中国运用能源目标管理寻找出口贸易结构升级路径具有一定的理论意

义与现实价值。
相比以往研究,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 第一, 鉴于能源强度约束与出口贸

易结构升级之间可能存在非完全线性关系, 本文使用函数系数部分线性面板数据模

型开展实证研究, 以精准识别能源强度约束的影响效应, 并拓展出口贸易结构升级

问题的研究边界。 第二, 本文将研发投入作为调节变量引入模型, 以揭示能源强度

约束影响出口贸易结构升级的调节机制和作用特征, 奠定对出口贸易结构升级问题

进行深化研究的基础。 第三, 考虑到能源强度约束对出口贸易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

随研发投入的不断增加而逐渐削弱甚至变成负向效应, 本文进一步探究以研发强度

目标作为接力政策的可行性, 旨在形成科学合理、 衔接有序的政府目标管理体系,
为出口结构优化和贸易强国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一、 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出口贸易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 在政策因

素方面, Zeng 等(2023)发现, 出口信贷通过增加出口数量促进贸易扩张, 同时也

会通过降低出口价格和出口种类抑制贸易增长。 Cheong(2023)发现, 优惠贸易协

定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化石燃料产品出口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但其通过集

约边际对高收入国家的对外贸易产生了积极效应。 在经济因素方面, Kacou 等

(2022)在研究贸易与劳动力生产率之间的反比关系时发现, 劳动生产率提高会降

低贸易开放度, 但却有助于改善出口结构。 姚战琪(2021)发现数字贸易、 数字经

济与区块链技术深度融合能够推动中国出口技术含量提升和出口贸易转型升级。 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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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愧(2022)认为不确定冲击将倒逼企业调整出口产品结构、 拓展出口产品种类以

及采取质量竞争策略。 在环境因素方面, 相晨曦等(2021)发现忽视环境外部性会

刺激高能耗产品的生产和出口, 阻碍出口结构优化升级。
目前研究实证检验了能源强度约束的环境经济效应, 但并未就二者关系达成共

识。 在环境方面, Pan 等(2022)认为合理的能源强度约束有助于降低二氧化碳排放

并提前实现碳达峰。 然而, Shao 等(2024)发现能源强度约束虽然使得受管制企业

减少能源需求、 降低能源价格, 但却导致非管制企业的能源消耗增加并加剧污染排

放。 在经济方面, Yao 等(2019)发现约束性节能减排目标对工业绿色生产绩效具有

负向抑制影响, 且抑制效应随时间推移逐渐增加。 然而, 以安徽省 11
 

909 家工业

企业为研究对象, Zhang 等(2018)发现能源强度约束会显著降低企业绩效, 并且企

业绩效越偏离市场平均水平受到的抑制效应越明显。 此外, 对于如何从能源角度增

强电力供应韧性, Wang 和 Balezentis(2023)认为电力部门不应盲目控制能源消费总

量, 而应着眼于降低能源强度。 然而, Zhang 等(2019)利用夜间灯光数据修正 GDP
增长率并计算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能耗强度后发现, 由于经济增长速度被夸大,
部分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能源强度看似有所降低实则依然超标。

尽管没有文献直接探究能源强度约束对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效应, 但将出口贸

易作为环保政策主要影响对象的相关研究对分析二者关系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例

如, Li 等(2012)研究低碳能源发展潜力及减排实现路径时发现: 若想在发展低碳

能源的同时保持经济稳定增长, 必须投资绿色低碳研发生产示范项目, 推动能源清

洁低碳、 安全高效; 这有助于实现产业结构绿色转型, 进而促进出口结构优化升

级。 Shi 等(2022)发现: 在以目标管理为基础的绩效评估体系下, 地方官员有动机

采取强制性和不合理措施实现节能目标; 这将对企业生产率和能源效率产生负面影

响, 从而抑制外贸企业转型升级。 Zhao 等(2016)发现, 虽然引进先进技术、 更新

生产设备以及提高生产能力有助于提升经济效益和节能绩效, 但在全球经济持续低

迷和国内需求增长缓慢的情形下将加剧能源密集型行业产能过剩。
综上所述, 既有文献在能源强度约束与出口贸易结构升级方面取得一定进展,

但仍存在一些拓展空间: 首先, 尽管学者围绕出口贸易结构的决定因素和能源强度

约束的影响效应展开了深入讨论, 但鲜有文献将二者纳入统一研究框架以直接分析

能源强度约束对出口贸易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 其次, 以往文献通常采用虚拟变量

衡量能源强度约束, 容易忽略它的非线性影响及异质性特征, 因而本文创造性地使

用年度能耗强度下降目标这一连续变量, 并借助函数系数部分线性面板数据模型进

行实证检验, 以准确把握能源强度约束对出口贸易结构升级的作用特征。 最后, 虽

然既有文献发现能源强度约束并不一定产生积极作用, 但未对其背后的原因进行详

细解释, 因而揭开能源强度约束影响出口贸易结构升级的“黑匣子”并寻找出适合

的接力政策是十分必要的。 因此, 本文选取 2006—2019 年省级数据, 运用函数系

数部分线性面板数据模型, 探讨能源强度约束对出口贸易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以及

研发投入在其中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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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

资源约束理论认为, 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会受到物质资源、 人力资源以及市场

环境等因素的制约, 必须将有限资源合理分配和高效利用以实现预期目标。 根据该

理论, 在能源强度约束设定后, 地方政府不仅会支持能源资源从能源密集型产业向

节能环保产业倾斜, 而且会鼓励资本和劳动投入从化石燃料生产部门向非化石燃料

生产部门转移, 从而导致传统产业的“收缩效应”和新兴产业的“扩张效应” ( Wang
和 Liu, 2018),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可以推动出口产品从

低附加值、 低技术含量的初级产品向高附加值、 高技术含量的高端产品转型, 并且

可以通过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体系, 从而实现出口贸易

提质增效。 然而, 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分解能源强度约束和地方政府层层加码能源强

度约束时必须综合考虑外部环境和自身因素。 一个典型特征是, 经济欠发达地区往

往被赋予更宽松的能源强度约束以加快经济增长和缩小区域差距, 而经济发达地区

通常被要求设定更严格的能源强度约束以承担更多的节能降耗重任(Li 等, 2014)。
显然, 差异化的目标分配模式虽然能推动欠发达地区经济快速增长, 但会导致其对

传统化石能源形成路径依赖, 抑制出口贸易结构升级。
更重要的是, 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往往在研发投入上存在明显差异, 而研

发投入在能源强度约束与出口贸易结构升级的关系中具有重要作用。 当研发投入较

低时, 政府对企业研发投入资金支持不足, 企业自身资金规模有限且外部融资成本

较高, 技术创新将面临多重风险, 此时能源强度约束的合规成本小于清洁技术创新

的补偿效应, 企业更倾向于实施设备更新换代策略而非加大技术创新资金支持, 从

而难以促进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和出口贸易结构升级(Kiman 和 Jongmin, 2022)。 同

时, 企业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能源管理和设备改造, 将导致生产成本上升, 削弱出

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 当研发投入处在适度范围时, 政府通过财政补贴与税收减免

等外部性支持能够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并降低企业研发风险, 从而提升企业创新动力

和创新绩效, 使得能源强度约束的合规成本小于清洁技术创新的补偿效应。 这将加

快高能耗、 低效益的传统产业向绿色、 高效、 低碳的新兴产业转型, 并推动低附加

值、 低技术含量的外贸商品向高附加值、 高技术含量的出口模式转变, 从而实现出

口产品质量提升和出口贸易结构升级。 随着研发投入持续增加, 政府研发支出可能

会超过适度激励范围, 滋生惰性依赖, 反而降低企业自主研发投入并对清洁技术创

新产生“挤出效应”(陈晓斌和冯雅萱, 2023)。 同时, 低成本甚至无成本的资金来

源也会削弱企业创新投入压力和降低企业创新产出绩效, 最终对技术创新形成“吞

噬效应”。 然而, 政府主导的研发活动往往侧重于战略性、 基础性研究, 缺乏对市

场需求的敏锐反应, 容易导致科技成果与市场需求相脱节, 难以有效促进出口贸易

结构升级。 基于此, 本文提出:
假说 1　 当研发投入处于特定范围时, 能源强度约束对出口贸易结构升级具有

促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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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内生增长理论, 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 而研发投入可以为

技术进步提供智力支持和资本保障。 在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代经济的主旋律背景

下, 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将研发投入纳入目标管理体系, 试图推动技术创新并助力

经济高质量发展。 更重要的是, 地方政府在设定研发强度目标后通常会出台一系列

激励措施, 如对研发强度较大的企业给予奖励扶持、 对小微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所

得税给予减免等。 这些措施在促进研发投入增加的同时也会对出口贸易结构产生积

极影响。 一方面, 研发投入有助于通过产品创新促进产品种类增多和产品质量提

高, 进而直接推动出口贸易结构升级(曲如晓和王陆舰, 2023)。 另一方面, 研发

投入能够通过促进技术进步和优化资源配置等方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降低单位产

出能耗, 并通过增加清洁能源占比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等途径提高产品质量、 改善

产品结构, 从而间接推动出口贸易结构升级。
然而, 研发强度目标发挥作用可能存在研发投入最低阈值。 一方面, 研发投入

活动具有持续时间长、 回报不确定等特征, 决定了研发投入需要具备一定规模才能

发挥作用。 从最初的创意产生到创意孵化成新技术, 以及最后的创新成果投入到市

场是一项长期工程, 研发投入资金必须保持稳定以维持创新项目的持续性。 同时,
研发活动的新产品进行“市场化”能否产生收益, 以及收益能否抵过研发投入成本

也具有不确定性(Lim, 2015)。 另一方面, 随着研发成功的创新产品和高新技术不

断积累, 研发投资收益会超过研发投入成本, 并且在研发投入的滞后累积作用下,
其规模效应和溢出效应会逐渐显现, 从而显著促进技术创新并推动产品质量提升。
此外, 研发投入活动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例如, 研发前期所需资金数量较大且

基础性特征较强, 创新研发难以转化成出口商品。 随着研发投入不断增加, 创新水

平较高且难以模仿时, 新的竞争者不愿进入, 现有企业可以获得垄断利润, 促进企

业成长, 继而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和优化出口贸易结构(蔡建湖等, 2023)。 基于此,
本文提出:

假说 2　 当研发投入达到一定水平后, 研发强度目标能够持续促进出口贸易结

构升级。

三、 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本文首先假设能源强度约束与出口贸易结构升级之间存在线性关系, 并构建如

下模型:
 

ETSit = β1EIC it + γ′X it + f( t) + αi + εit (1)
式(1)中, 下标 i 和 t 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 ETSit 表示出口贸易结构; EIC it 为

能源强度约束; X it 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 包括经济发展、 对外开放、 政府规模和

环境规制; f( t)为年份固定效应; αi 为省份固定效应; εit 为随机误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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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理论分析, 研发投入可能对能源强度约束与出口贸易结构的关系产生调节

作用。 为了识别研发投入的潜在影响, 本文根据地理位置划分各省份研发投入水平并

在式(1)基础上引入能源强度约束与区域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从而构建模型如下:
ETSit = β1EIC it + β2(EIC it × Di) + γ′X it + f( t) + αi + εit (2)

式(2)中, Di 为区域虚拟变量, 如果 i 省(区、 市)处于东部地区, 则赋值为

“1”, 否则赋值为“0”。 EIC it×Di 表示能源强度约束 EIC it 与区域虚拟变量 Di 的交互

项。 根据式(2), 东部和中西部地区能源强度约束对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系数分别

为 β1 +β2 和 β1。 若 β1 >0 且 β2 >0, 表明东部地区能源强度约束对出口贸易结构升级

的促进效应更明显; 若 β1 >0 且 β2 <0, 表明中西部地区能源强度约束对出口贸易结

构升级的推动作用更显著。
根据地理位置区分研发投入水平存在一定的主观性, 可能导致估计有偏。 为

此, 本文进一步构建能源强度约束与研发投入的交互项, 并代入式(1):
ETSit = β1EIC it + β3(EIC it × RDit) + γ′X it + f( t) + αi + εit (3)

式(3)中, RDit 表示 i 省份 t 年的研发投入。 EIC it ×RDi t 是能源强度约束 EIC it

与研发投入 RDit 的交互项。 根据式(3), 能源强度约束对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系数

为 β1 +β3RDit。 若 β1 >0 且 β3 >0, 表明研发投入越高, 能源强度约束对出口贸易结

构升级的促进效应越显著; 若 β1 >0 且 β3 <0, 表明研发投入越低, 能源强度约束对

出口贸易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越明显。
由于能源强度约束对出口贸易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可能取决于地理位置和研发

投入, 因而本文将式(2)与式(3)结合, 构建模型如下:
　 ETSit = β1EIC it + β2(EIC it × Di) + β3(EIC it × RDit) + β4(EIC it × Di × RDit)

+ γ′X it + f( t) + αi + εit
 (4)

式(4)中, EIC it×Di ×RDit 是能源强度约束、 区域虚拟变量与研发投入的交互

项。 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能源强度约束对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效应分别是 β1 +β2

+(β3 +β4)RDi t 和 β1 +β3RDit。 若 β1 +β2 +(β3 +β4)RDit>0 且 β1 +β3RDit>0, 表明东部地

区和中西部地区能源强度约束有利于出口贸易结构升级, 否则表明东部地区和中西

部地区能源强度约束不利于出口贸易结构升级。
鉴于能源强度约束对出口贸易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可能因地理位置和研发投入

而有所不同。 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 本文参考 Du 等(2020)、 Yan 等(2020)的做

法, 构建函数系数部分线性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ETSit = g(RDit)EIC it + γ′X it + f( t) + αi + εit (5)

式(5)中, g(RDit)是变量 EIC it 的系数, 捕获了能源强度约束的非线性效应;
γ′X it 控制了出口贸易结构升级影响因素的线性部分。

(二)变量选择

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是出口贸易结构(ETS)。 参考朱孟楠和金朝辉(2022)的做法, 本文

将出口贸易产品细分为劳动密集型产品、 技术密集型产品、 资本密集型产品以及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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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密集型产品四大类, 并利用非资源密集型产品占比作为出口贸易结构的代理

变量。
2. 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是能源强度约束(EIC)。 中国省级政府从 2006 年开始在其工作报告

中设定单位 GDP 能耗降低目标。 因此, 本文通过手动搜集政府工作报告中单位

GDP 能耗降低数值的百分比形式来衡量能源强度约束(Ge 等, 2023)。
3. 调节变量

调节变量是研发投入(RD)。 研发投入是推动技术创新的动力源泉, 对出口产

品质量升级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黎元生和陈华, 2024)。 借鉴郝寿义和曹清峰

(2019)的做法, 本文采用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地区 GDP 的比重衡量研发投入。
4.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ED)、 对外开放(EO)、 政府规模(GS) 和环境规制

(ER)。 经济发展(ED): 出口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关联密切(董翔宇和赵守国,
2017), 因而本文控制经济发展指标并采用人均 GDP 衡量。 对外开放(EO): 外资

进入可以提高当地企业参与出口活动可能性(包群等, 2012), 因而本文采用外国

直接投资占地区 GDP 的比值表示对外开放。 政府规模(GS): 政府规模是出口绩效

的重要催化剂 ( Onjewu 等, 2023), 本文采用政府预算收支比衡量。 环境规制

(ER): 环境规制有助于促进绿色技术和清洁能源发展( Wang 等, 2022), 因而被

纳入控制变量并采用环境规制综合指数衡量。

(三)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 2006—2019 年中国 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①。 能源强度约

束通过手动收集各省(区、 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预设目标获取, 并采用插值法填补

缺失值; 其他变量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以及各省

(区、 市)统计年鉴。 最后, 采用描述性统计呈现主要变量的具体特征②。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 1 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 列(1)仅控制了核心解释变量及省份与年份固定效

应, 结果显示 EIC 的系数为-1. 311 且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表明能源强度约束

会抑制非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 阻碍出口贸易结构升级。 为了消除其他因素干扰,
列(2)至列(5)在列(1)的基础上逐步加入经济发展、 对外开放、 政府规模和环境

规制等控制变量, 结果显示 EIC 的系数依然显著为负, 表明能源强度约束会抑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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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贸易结构升级。 这显然不符合预期。 例如, Sun 等(2023)发现清洁生产标准能够

提高中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 推动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 造成上述结果的原因可

能是, 基准回归模型未考虑区域差异而导致估计有偏。

表 1　 基准回归结果

项目
ETS

(1) (2) (3) (4) (5)

EIC

ED

EO

GS

ER

_cons

省份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

-1. 311∗∗∗ -0. 883∗∗ -0. 792∗∗ -0. 840∗∗ -0. 760∗∗

(0. 446) (0. 404) (0. 336) (0. 368) (0. 303)
0. 495∗∗ 0. 838∗∗∗ 0. 787∗∗∗ 0. 504∗

— (0. 239) (0. 218) (0. 219) (0. 252)
1. 404∗∗∗ 1. 500∗∗∗ 1. 451∗∗∗

— — (0. 445) (0. 443) (0. 467)
-6. 736 -0. 601

— — — (8. 456) (7. 799)
2. 897

— — — — (2. 319)
57. 356∗∗∗ 53. 634∗∗∗ 48. 700∗∗∗ 52. 316∗∗∗ 48. 929∗∗∗

(1. 588) (1. 986) (1. 942) (5. 405) (5. 231)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420 420 420 420 420

0. 074 0. 104 0. 171 0. 173 0. 187

注: ∗、 ∗∗和∗∗∗分别表示估计系数在 10%、 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内为 se 值。 下表同。

(二)交互效应结果

表 2 汇报了带有交互项的估计结果。 列(1)显示, EIC 的系数显著为负, EIC×D
的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能源强度约束对出口贸易结构升级的抑制效应在东部地区会被

削弱。 列(2)中 EIC 的系数为负, EIC×RD 的系数为正, 并且都至少在 10%的水平上

显著, 表明研发投入有助于缓解能源强度约束对出口贸易结构升级的抑制效应。 与中

西部地区相比, 东部地区研发投入金额更大, 且拥有更为丰富的稀缺资源以及技术、
人才、 知识等高级要素, 依托这些要素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以形成聚集效应。 同

时, 要素集聚整合会促使企业雇佣更多熟练工人、 技术人员以及企业家, 从而使得东

部地区更有能力实现出口规模扩张和出口结构升级(李昭华和万晶, 2023)。 列(3)展
示了三个变量的交互效应。 结果显示, 东部地区能源强度约束对出口贸易结构升级的

促进作用随研发投入增加而增加, 而中西部地区能源强度约束对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

效应在研发投入达到一定水平后将从正向促进转为负向抑制。 具体来看, 当能源强度

约束每提高 1 个单位, 东部地区的出口贸易结构将提升 5. 535 个单位, 中西部地区的

出口贸易结构将下降 1. 479 个单位。 综上, 本文初步验证了假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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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分线性结果

1. 国家层面

根据上述发现, 当加入不同交互项时, 能源强度约束对出口贸易结构升级的影

响作用呈现出明显差异, 意味着简单的线性函数模型可能无法准确捕捉二者之间的

真实关系(Du 等, 2020)。 为此, 本文使用函数系数部分线性面板数据模型解决模

型设计中的偏误问题, 结果见表 2 列(4)和图 1。 表 2 列(4)显示, ED 和 ER 的系

数符号与基准回归结果有所不同, 其余变量的系数符号虽然一致但不显著; 图 1 显

示, EIC 的系数符号与基准回归结果明显不同, 因而本文使用非完全线性模型重新

评估能源强度约束与出口贸易结构之间的关系是必要的。

表 2　 交互效应结果

项目
ETS

(1) (2) (3) (4)

EIC

EIC×D

EIC×RD

EIC×D×RD

ED

EO

GS

ER

_ cons

省份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

调整后的
 

R2

-1. 028∗∗∗ -2. 016∗∗ -2. 145∗∗ —
(0. 270) (0. 835) (0. 818)

0. 467∗∗ — 2. 611∗∗ —
(0. 220) (0. 949)

2. 966∗ 5. 535∗∗∗
— (1. 636) (1. 565) —

-7. 014∗∗∗
— — (2. 356) —

0. 397∗ -0. 503 0. 757 -0. 073
(0. 215) (0. 606) (0. 966) (0. 487)

1. 449∗∗∗ 1. 408∗∗∗ 1. 235∗∗ 0. 121
(0. 450) (0. 424) (0. 458) (0. 691)
-8. 077 -7. 225 -11. 603∗ -4. 585
(7. 664) (7. 739) (6. 771) (11. 862)

1. 401 2. 270 -1. 713 -0. 584
(2. 501) (2. 203) (2. 521) (3. 182)
52. 668∗∗∗ 54. 862∗∗∗ 57. 310∗∗∗

(5. 411) (6. 177) (4. 902) —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420 420 420 390

0. 200 0. 199 0. 265 0. 028

具体来看, 研发投入对能源强度约束与出口贸易结构升级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研发投入处于 0. 41 至 0. 77 之间, 此时能源强度约束对出口贸易结

构升级的边际效应显著为负, 说明能源强度约束会抑制出口贸易结构升级, 但抑制

作用随着研发投入增加先升后降。 可能的原因是, 政府实施能源强度约束政策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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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该区域投入额外环保成本节能减排, 削弱当地低端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及盈利潜

力, 对传统贸易结构带来较大冲击, 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也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李

昭华和万晶, 2023)。 同时, 提高研发投入会进一步增加企业成本, 并且研发投入

正向激励效应的滞后性会导致能源强度约束对出口贸易结构升级的抑制作用被强化

(安然和陈艺毛, 2023), 因此边际曲线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 U 型走势。

图 1　 能源强度约束的函数系数结果(PLFC模型)

第二阶段是研发投入处于 0. 77 至 4. 05 区间, 能源强度约束对出口贸易结构升

级的边际效应显著为正, 表明能源强度约束有助于促进出口贸易结构升级。 一方

面, 能源强度约束驱动的技术创新红利逐渐显现, 促进企业出口绩效提升。 另一方

面, 在具备一定经济实力支撑后, 地方政府以清洁技术研发为补贴对象、 以绿色技

术水平提升为主要目的, 在能源强度约束下鼓励和支持企业开展研发活动, 进而促

进出口产品种类多样化(曲丽娜和刘钧霆, 2021)。
第三阶段是研发投入高于 4. 51, 能源强度约束对出口贸易结构的边际效应显

著为负, 表明能源强度约束不利于出口贸易结构升级, 且抑制效应随着研发投入增

加而增强。 这与牛华等(2020)的研究相一致, 高研发投入经济体之间很难进行高技

术产品贸易。 原因在于, 为了维持自身在全球高技术产业的领先地位, 高研发投入经

济体更倾向实施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政策, 如 2019 年日本政府宣布对韩国高技术产

品出口进行个案审查(牛华等, 2020)。 综上所述, 假说 1 得到验证。
2. 省级层面

为了进一步分析能源强度约束对出口贸易结构升级的区域异质性, 本文对各省

(区、 市)历年边际效应进行计算并在表 3 汇报了代表性年份的估计结果。 整体上

看, 考察期内能源强度约束对出口贸易结构升级具有促进作用的省份随研发投入增

加呈现出数量逐渐增多且边际效应持续增强的态势。 具体来看, 2006 年, 北京、
天津、 辽宁、 上海、 江苏、 浙江、 福建、 山东、 广东等 9 个东部省(区、 市)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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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强度约束对出口贸易结构升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但平均边际效应仅为 8. 627。
到 2019 年, 能源强度约束对出口贸易结构优化升级具有积极作用的省(区、 市)
已经增加到 10 个且平均边际效应高达 15. 331, 因而应当进一步优化能源管理体

系以充分发挥能源强度约束的激励作用。 显然, 这与上文结论一致, 再次验证了

假说 1。

表 3　 省份边际效应

序号 省份 2006 2009 2012 2013 2016 2019

1 北京 27. 378∗ 28. 307∗ 30. 774∗ 30. 981∗ 29. 867∗ 32. 787∗

2 天津 9. 667∗ 10. 988∗ 13. 330∗ 14. 262∗ 14. 484∗ 28. 245∗

3 河北 1. 555 2. 185∗ 2. 974∗ 3. 340∗ 4. 473∗ 7. 705∗

4 山西 -0. 636 -1. 159∗ -1. 150∗ -1. 344∗ -1. 037∗ -1. 414∗

5 内蒙古 -0. 027∗ -0. 325∗ -0. 479 -0. 559 -0. 705∗ -0. 688∗

6 辽宁 5. 933∗ 6. 310∗ 6. 562∗ 6. 925∗ 7. 128∗ 8. 326∗

7 吉林 -0. 950∗ -1. 187∗ -0. 894∗ -0. 891∗ -0. 932∗ -1. 338∗

8 黑龙江 -0. 892∗ -1. 414∗ -1. 111∗ -1. 220∗ -1. 000∗ -1. 306∗

9 上海 11. 406∗ 13. 429∗ 16. 490∗ 17. 561∗ 18. 466∗ 19. 003∗

10 江苏 6. 665∗ 9. 131∗ 11. 041∗ 11. 633∗ 12. 352∗ 13. 038∗

11 浙江 5. 744∗ 7. 457∗ 9. 393∗ 9. 836∗ 11. 099∗ 12. 214∗

12 安徽 -0. 970∗ -1. 532∗ -1. 955∗ -2. 242∗ -2. 413∗ -2. 749∗

13 福建 2. 777∗ 3. 979∗ 5. 468∗ 5. 804∗ 6. 672∗ 6. 909∗

14 江西 -0. 693∗ -1. 000∗ -0. 832∗ -0. 925∗ -1. 191∗ -1. 698∗

15 山东 3. 772∗ 6. 339∗ 9. 147∗ 9. 639∗ 10. 598∗ 11. 797∗

16 河南 -0. 489 -0. 861∗ -1. 087∗ -1. 167∗ -1. 340∗ -1. 581∗

17 湖北 -1. 367∗ -1. 970∗ -2. 090∗ -2. 196∗ -2. 251∗ -2. 400∗

18 湖南 -0. 565 -1. 272∗ -1. 455∗ -1. 498∗ -1. 732∗ -2. 430∗

19 广东 4. 372∗ 7. 009∗ 9. 844∗ 10. 643∗ 11. 787∗ 13. 370∗

20 广西 -0. 102∗ -0. 434 -0. 636 -0. 636 -0. 485 -0. 490∗

21 海南 0. 174 -0. 051∗ -0. 245∗ -0. 225∗ -0. 326∗ -0. 389∗

22 重庆 -0. 931∗ -1. 334∗ -1. 605∗ -1. 576∗ -2. 053∗ -3. 116∗

23 四川 -1. 369∗ -1. 775∗ -1. 708∗ -1. 775∗ -2. 055∗ -2. 065∗

24 贵州 -0. 452 -0. 532 -0. 435 -0. 397∗ -0. 456 -0. 844∗

25 云南 -0. 310∗ -0. 426∗ -0. 520 -0. 532 -0. 862∗ -0. 380∗

26 陕西 -2. 694∗ -2. 965∗ -2. 473∗ -2. 662∗ -2. 733∗ -3. 009∗

27 甘肃 -1. 090∗ -1. 161∗ -1. 117∗ -1. 097∗ -1. 321∗ -1. 324∗

28 青海 -0. 296∗ -0. 573 -0. 559 -0. 493 -0. 339∗ -1. 121

29 宁夏 -0. 548 -0. 675 -0. 686∗ -0. 733∗ -0. 931∗ -1. 740∗

30 新疆 0. 054∗ -0. 288∗ -0. 317∗ -0. 330∗ -0. 402∗ -0. 394∗

注:∗表示在 10%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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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识别各省份出口贸易结构升级路径, 本文根据研发投入和能源强度

约束绘制散点图①。 其中, 横坐标表示研发投入, 并根据第二阶段的下限(0. 77)和

上限(4. 05)划分成三个区间; 纵坐标表示能源强度约束, 并根据能源强度下降率

均值(3. 04) 划分。 结果表明: 第Ⅰ部分包括新疆 ( 0. 47)、 海南 ( 0. 56) 和青海

(0. 69) ②, 表明上述省份能源强度约束和研发投入水平双低, 应致力于推进产业结

构升级、 吸引更多清洁型外资流入以及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第Ⅳ部分仅包括北京

(6. 31), 由于其能源强度约束不再有效, 应积极探索贸易结构升级新路径, 完善

激励升级新机制, 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 第Ⅱ部分包括山西(1. 12)、 天津(1. 13)、
江西 ( 1. 55)、 河北 ( 1. 61)、 福建 ( 1. 78 )、 四川 ( 1. 88 )、 重庆 ( 1. 99 )、 湖北

(2. 09)、 山东(2. 1)、 浙江(2. 68)、 江苏(2. 82)、 广东(2. 88)和上海(4. 00), 表

明能源强度约束较高但研发投入水平偏低, 应完善政府激励政策, 鼓励企业加大研

发投入, 以运用绿色清洁技术推进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 其中, 上海(4. 00)研发

投入水平和能源强度约束“双高”, 已经接近第Ⅱ部分上限。 作为金融中心和经济

发达地区, 上海拥有独特的政策优势、 资源禀赋和创新生态, 目标管理能够吸引更

多清洁型外资并对出口贸易产生积极作用, 因而应充分发挥政府目标管理的积极作

用。 其余省份位于第Ⅲ部分, 表明应正确把握政策导向, 加速优化能源布局, 大力

发展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业, 提高出口产品竞争力。

(四)内生性检验

尽管能源强度约束能够通过技术革新促进出口贸易结构升级, 但出口贸易结构

升级也可能提升出口产品绿色技术含量, 降低能耗强度和预设目标, 从而导致反向

因果问题。 因此, 本文进一步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回归分析。 在中国现行的政治体

制下, 地方官员的选拔任用与绩效考核相挂钩, 并且由于晋升职位有限, 地级市数

量越多的省份内部竞争往往越激烈(余泳泽等, 2020)。 同时, 各省地级市数量都

是根据国家政策以及中央政府的决定而设定的, 并不受能源强度约束的影响。 因

此, 本文选取各省份的地级市数量(CV)作为工具变量。
表 4 报告了内生性检验的估计结果。 列(1)显示 CV 的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

正, 表明地级市数量与能源强度约束具有正相关关系, 因而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
列(2)中 EIC 的系数在 10%水平上显著为负, 并且 KP

 

rk
 

Wald
 

F 统计量大于 Stock-
Yogo 检验 10%水平的临界值, 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列(3)报告了使用工具变

量法时 PLFC 模型的线性部分。 结果显示, CV 的系数不显著, 表明工具变量满足外

生性要求。 列(4)和图 2 分别汇报了 IV-PLFC 模型的线性部分与非参数部分的估计结

果。 可以发现, 研发投入低于 4. 59 时, 能源强度约束对出口贸易结构升级具有正向

促进作用; 研发投入高于 4. 94 时, 能源强度约束会抑制出口贸易结构升级。 这表

明, 能源强度约束对出口贸易结构升级的非线性效应取决于研发投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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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内生性检验

项目

ETS

(1) (2) (3) (4)

Linear
 

regression PLFC IV-PLFC

1st-stage 2nd-stage — —

EIC

CV

ED

EO

GS

ER

省份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KP
 

rk
 

Wald

观测值
 

R2

-2. 077∗

— (1. 112) — —

　 0. 302∗∗∗ -0. 130
(0. 078) — (0. 377) —

-0. 083∗∗∗ 0. 327 -0. 033 0. 449
(0. 027) (0. 304) (0. 520) (0. 635)

0. 023 1. 342∗∗∗ 0. 437 -0. 110
(0. 044) (0. 424) (0. 556) (0. 677)
-2. 559∗∗ -11. 813 -14. 151 2. 026
(1. 142) (9. 252) (8. 817) (12. 075)
-0. 835∗∗∗ 1. 237 -1. 581 -0. 855
(0. 206) (2. 701) (3. 907) (3. 304)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 25. 062>16. 38 — —

420 420 390 390

0. 459 0. 353 0. 208 0. 169

图 2　 能源强度约束的函数系数结果(IV-PLFC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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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稳健性检验

1. 替换解释变量

为了检验结果稳健性, 本文使用能源强度约束虚拟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回

归①。 结果表明, PLFC 模型的线性部分与表 2 列(4)一致, 线性结果是稳健的。 当

研发投入小于 5. 85 时, 能源强度约束对出口贸易结构升级具有促进作用, 但促进

作用在研发投入超过 4 后逐渐减弱直至消失。 当研发投入大于 6. 71 时, 能源强度

约束会抑制出口贸易结构升级, 且抑制作用随研发投入增加而增大。 显然, 除研发

投入的临界值有所变化外, 上述结果与图 1 基本吻合。 因此, 本文认为基准结果是

稳健的。
2. 增加遗漏变量

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提升信息化程度、 全要素生产率和创新水平, 并由此产生信

息成本、 资源配置和技术创新三大效应, 推动出口规模增长和出口转型升级(周记

顺和宋颜希, 2022)。 因此, 本文利用人均邮电业务额衡量基础设施(PI)并加入控

制变量进行回归②, 以缓解遗漏变量造成的偏差( Jiang 等, 2021)。 结果显示, PI
的系数在 10%水平上显著为负, 表明基础设施会抑制出口贸易结构升级。 可能的

原因是, 数字基础设施的改善会促使出口国的经济模式由工业依赖型向服务业依赖

型转变, 导致出口商品种类减少(施震凯和张能静, 2022)。 同时, 当且仅当研发

投入处于特定范围时, 能源强度约束对出口贸易结构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故而可以

认为基准结果比较稳健。

(六)进一步讨论

通过上文理论分析, 当研发投入达到一定水平后, 能源强度约束不再产生积极

作用, 而研发强度目标能有效促进出口贸易结构升级。 同时, 郑世林等(2023)发

现研发强度目标是企业创新水平提升的关键因素, 对产品出口结构升级具有积极作

用。 因此, 本文接下来探讨研发强度目标(RIT)对出口贸易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
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列(1)表明, 研发强度目标能够促进出口贸易结构升级, 显然符合预期。
例如, Ferraro 等(2023)发现以研发和创新为目标的产业政策不仅对生产力和就业

具有积极作用, 而且能够显著提高出口产品升级潜力(Ding 等, 2024)。 原因在于,
研发强度目标能够通过政府补贴、 税收优惠、 信贷支持以及人才政策等途径提升企

业创新能力, 进而改善企业产品结构并推动出口贸易转型 (胡俊峰和季爱佳,
2024; 郑世林等, 2023)。 表 5 列(2)和图 3 呈现了函数系数部分线性面板数据模

型的估计结果。 可以发现, 当研发投入低于 2. 15 时, 研发强度目标对出口贸易结

构升级作用不显著。 在这一时期, 地方经济发展偏弱、 财政能力有限, 地方政府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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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于将有限资源投入到房地产、 基础设施、 生产性服务业等行业, 即使设定研发

强度目标也较少提供财政资金支持, 难以刺激全社会加大研发投资力度。 当研发投

入高于 2. 15 时, 研发强度目标能够显著促进出口贸易结构升级。 在这一时期, 地

方政府通常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 为了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 必然会加大

对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 鼓励企业进行绿色转型升级, 淘汰“三高一

低”企业, 促使地区产业结构从能源密集型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升级(沈小燕

等, 2023), 进而推动出口贸易结构升级。 综上所述, 假说 2 被验证。

表 5　 线性回归结果

项目
ETS

(1) (2)

RIT

ED

EO

GS

ER

省份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

0. 752∗∗∗

(0. 165) —

0. 645∗∗ -0. 005
(0. 258) (0. 444)

1. 445∗∗∗ 0. 127
(0. 482) (0. 626)
-3. 129 -6. 684
(7. 695) (11. 253)

3. 449 -0. 334
(2. 494) (3. 321)

是 是

是 是

420 390

0. 468 0. 203

图 3　 研发强度目标的函数系数结果(PLFC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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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 对比能源强度约束与研发强度目标的影响效应可以发现, 尽管

二者对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作用因研发投入表现出异质性, 但影响范围存在明显区

别。 具体来看, 能源强度约束只有研发投入介于 0. 77 至 4. 05 之间时才能推动出口

贸易结构升级, 而对于研发强度目标只要研发投入高于 2. 05 即对出口贸易结构升

级具有积极作用。 这表明, 研发强度目标能够作为能源强度约束的接力政策持续推

动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和出口贸易结构升级。

五、 结论与启示

高耗能、 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在促进中国外贸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制约

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 并引发了一系列能源、 环境和生态问题, 促使学界认真审视

能源强度约束与出口贸易结构之间的深层关系。 基于 2006—2019 年中国省级面板

数据, 本文采用函数系数部分线性面板数据模型, 剖析能源强度约束对出口贸易结

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和作用特征。
本文主要结论如下: 能源强度约束对出口贸易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因研发投入

呈现出非线性特征。 具体而言, 当研发投入介于 0. 44 至 0. 77 之间时, 能源强度约

束会抑制出口贸易结构升级; 当研发投入处于 0. 77 至 4. 05 区间时, 能源强度约束

能显著促进出口贸易结构升级, 但促进效应随研发投入持续增加而不断下降; 当研

发投入高于 4. 51 时, 能源强度约束反而会抑制出口贸易结构升级。 进一步研究发

现, 当研发投入高于 2. 05 时, 研发强度目标对出口贸易结构升级具有持续促进作

用且边际效应随研发投入增加而增大, 因而研发强度目标可以作为能源强度约束的

接力政策持续推动出口贸易结构升级。 根据上述结论, 本文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 因地制宜设定能源强度约束, 发挥目标管理工具的激励效应。 一方面,

中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特色优势产业差异明显, 自然资源禀赋

与环境污染程度也大不相同, 政府可以因地制宜加强能源强度指标管理, 合理制定

各地区降低能耗强度的目标。 另一方面, 政府可以提高能源消费灵活水平, 将可再

生能源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控制, 促进清洁能源消纳; 同时, 进一步优化基

本目标和激励目标的双目标管理, 增强能源强度管理弹性, 强化政府目标管理的激

励约束机制。
第二, 坚持科技创新是第一动力, 充分发挥研发投入的调节效应。 由于研发投

入水平对能源强度约束与出口贸易结构升级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作用, 政府可

以持续完善研发投入机制, 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力度, 并充分利用财政科技资金的杠

杆作用, 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技术研发。 与此同时, 政府可以通过成立全社会研

发投入提升行动工作专班、 提高地区研发投入信息化管理水平、 跟踪服务规模以上

企业研发投入情况等方式强化激励服务水平, 以逐渐提高研发资金使用效率。 此

外, 强化企业在创新创造中的主体作用。 例如, 政府可以对企业研发投入活动给予

相应资金支持、 税收减免政策以及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 降低企业税务压力和市场

交易活动造成的资金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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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科学制定研发强度目标, 实现不同目标管理工具之间的有效衔接。 随着

研发投入水平的不断提高, 部分省份的能源强度约束已经难以发挥作用。 然而, 这

些省份尚未设定研发强度目标, 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目标管理工具对出口贸易结构升

级的激励作用。 因此, 地方政府需及时实行研发强度目标管理以实现能源强度约束

与研发强度目标之间的有效衔接。 同时, 中央政府可以将研发强度目标纳入政府工

作报告, 推动各级地方政府在研发策略上的良性互动, 形成一套自上而下的目标管

理体系, 充分发挥研发强度目标的积极作用。 此外, 中央政府可以将研发强度目标

的数值大小和完成情况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 督促地方政府切实采取行动, 持续

推动出口贸易结构升级。
尽管本文拓展了能源强度约束与出口贸易结构升级的相关研究, 但仍然存在局

限性。 首先, 本文利用的是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今后可以从市级或县级层

面开展研究以提高主要发现的适用性和推广性。 其次, 本文重点考察了研发投入如

何影响能源强度约束与出口贸易结构之间的关系, 今后可以考虑经济发展、 要素禀

赋等其他因素的调节效应, 以进一步揭示能源强度约束影响出口贸易结构升级的机

理。 最后, 虽然本文证实了研发强度目标可以作为能源强度约束的接替政策持续促

进出口贸易结构升级, 但探讨其他目标管理工具的影响效应以及不同目标管理工具

的相互作用对贸易强国建设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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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pgrading
 

of
 

export
 

trade
 

structur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enhan-
cing

 

trade
 

competitiveness
 

and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trading
 

nation.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6
 

to
 

2019,
 

this
 

paper
 

empirically
 

tested
 

the
 

effec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nergy
 

intensity
 

constraints
 

on
 

export
 

trade
 

structure
 

upgrading
 

by
 

using
 

a
 

partial
 

linear
 

function
 

coefficient
 

model.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impact
 

of
 

en-
ergy

 

intensity
 

constraints
 

on
 

export
 

trade
 

structure
 

upgrading
 

exhibits
 

nonlinear
 

characteris-
tics

 

due
 

to
 

R&D
 

investment.
 

Only
 

when
 

R&D
 

investment
 

is
 

between
 

0. 77
 

and
 

4. 05,
 

can
 

energy
 

intensity
 

constraints
 

significantly
 

promote
 

export
 

trade
 

structure
 

upgrading.
 

Further
 

research
 

finds
 

that
 

when
 

R&D
 

investment
 

exceeds
 

2. 15,
 

R&D
 

intensity
 

targets
 

have
 

a
 

pos-
itive

 

promoting
 

effect
 

on
 

export
 

trade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can
 

serve
 

as
 

an
 

alternative
 

policy
 

for
 

energy
 

intensity
 

constraints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export
 

product
 

quality.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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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Energy
 

Int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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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
 

Investment;
 

R&D
 

Intensity
 

Targ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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